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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历史上的崛起国与霸权国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从地理维度上看,崛起国与

霸权国逐渐呈现超出西欧范畴的趋势。关于历史上的霸权国与崛起国可参见: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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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影响大国自身的策略选择。在崛起国处

于域外霸权国干预和域内大国竞争的情形下,本文分析了崛起国的崛起路

径。笔者认为,在上述模式下,大国实现崛起,一方面要成功处理与霸权国

和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采用威慑、妥协等组合策略规避、瓦解对抗联

盟或化解两者单独进攻的制衡;另一方面要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将

主要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区域,经营好崛起所依托的周边地区。本文以古

代东亚地区的唐朝和古希腊地区的雅典为案例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对当前

中国的崛起路径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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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国与霸权国,不仅仅是西欧地区的历史叙事词汇,更是权力转移的

行为主体。自近代至二战以前,崛起国与霸权国主要集中在欧洲,崛起国与

霸权国归属于相同的地理区域。①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不均衡发展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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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国与霸权国逐渐超出欧洲范畴,出现了美国、日本等崛起国。以上变化

正如奥根斯基所预测的:“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将继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

远离西方世界的国家。”①而这一变化带来的现象是,霸权国与崛起国归属于

不同的地理区域。如果在崛起国所处的区域内存在其他的竞争者,崛起国

不但要关注霸权国的行为,同时也要处理与域内其他竞争者的关系。崛起

国的崛起将面临域外霸权国的干预和域内大国的制衡。那么,在这一情形

下,崛起国面临什么样的战略路径选择呢?② 以上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也

是当下中国崛起进程中极有可能出现的外部环境。

目前中国虽已是东亚第一大经济体,但并未取得区域主导权,仍面临着

来自区域内行为体日本、东盟的竞争。作为域外的霸权国家,美国对于中国

的崛起始终保持战略警惕,近期通过贸易、台湾和南海等问题频频向中国施

压。未来中国既有可能面临来自域外霸权国美国的单独施压,也有可能面

临美国与东亚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共同制衡。如果出现上述制衡,中国应

该如何应对以保证崛起进程的持续,并实现最终的崛起?

一、
 

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评述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崛起国及其崛起战略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在“崛起国

与霸权国”二元结构框架下展开。在大国兴衰议题的研究中,权力转移理论

着重探讨大国权力转移的后果和影响。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逻辑,崛

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权力的消长构成了一个长期的政治循环,而权力的此消

①

②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68),
 

p.484.
当崛起国与霸权国归属于不同的地理区域时,崛起国的外部环境理论上可以分

为两个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崛起国所在地区小国林立,如同历史上的美国;第二种模式为

崛起国所在地区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竞争性大国。美国的崛起较为特殊,难以复制,因此

本文主要探讨第二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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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长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战争的风险。① 崛起国对现状不满采取的扩张性战

略或霸权国的预防性心理都有可能引发战争。权力转移的研究者对于权力

转移的实现方式存在乐观、非战争悲观以及战争三种不同的判断。② 吉尔平

的霸权战争理论对权力转移理论做了重要延伸,探讨霸权更替与世界秩序之

间的关系。③ 崛起国往往通过融入、替代或者修正等方式实现其对世界秩序

的影响。④ 从研究议题上来看,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正如杨原所指出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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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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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路径是将权力转移作为自变量,而将战争或秩序稳定作为因变量”①。

权力转移理论在二元框架下对结果、影响做了有益的探讨,但相对忽视

了崛起国崛起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和漫长的崛起进程。简约的二元分析框架

默认崛起国崛起空间的“一维性”,对崛起国的区域体系特别是对崛起国有

着巨大影响的周边行为体的作用进行了简约化处理。② 自近代至二战以前,

崛起国大都归属于西欧地区,并且霸权国和崛起国往往都在同一区域体系

内,这造成了学界对崛起国区域体系本身的忽视。③ 但二战以来权力转移中

的崛起国和霸权国往往归属于不同的地理区域,崛起国崛起的区域环境变

得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将直接影响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和策略选择。④ 因

此,需要打破以往思维,关注崛起国崛起的区域环境这一地理要素,考虑崛

起国崛起环境的差异性。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世
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9页。

道格拉斯·莱姆基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修正,重新引入了区域的概念,构建了

多重的等级体系,将权力转移这一现象下放,认为在区域体系内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参

见:Douglas
 

Lem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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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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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8-67.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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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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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
Steve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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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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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6,
 

No.2,
 

2011,
 

pp.335-350.
利维对“一维性”现象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提出了

存在双重体系的论断。利维认为,在地区体系和世界体系之间存在差异性,只是长期的

欧洲中心主义将两者混淆,模糊了地区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差异。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欧洲中心主义,阿查亚、布赞、康灿雄等也提出了批判,参见: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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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Glob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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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5,
 

No.1,
 

2010,
 

pp.7-43;
 

利维:《权力转移与大

国崛起》,载朱锋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

35 页;David
 

C.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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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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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Vol.28,
 

No.3,
 

2003,
 

pp.165-180.阿
查亚和布赞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参见:Amitav

 

Achary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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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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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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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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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的崛起进程中,崛起国首先面对的是崛起策略的选择问题。① 阎

学通和孙学峰提出了“崛起困境”概念,从崛起国的视角分析其在崛起过程

中要面对的来自不同方向的崛起压力,并根据大国的崛起阶段提出了不同

的崛起策略选择。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如何避免过早与霸权国爆

发战争。两人认为,在没有取得完全压倒性的优势之前的任何冒险举动都

会招致霸权国的打击,导致崛起进程的停滞或终结。② 因此,崛起国的最佳

战略是如何有效规避霸权国的制衡。

对于如何规避来自霸权国主导的制衡行为,合法化战略的研究占据重

要地位。戈达德(Goddard,
 

Stacie
 

E)以普鲁士的崛起为案例分析认为,普鲁

士通过合法化策略的实施成功规避了英国等国家的制衡。③ 孙学峰等也从

合法化战略的视角分析了崛起国制衡规避的问题,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

佐证了合法化战略对于规避霸权国制衡的有效性。④ 贺凯等将合法性和社

会化策略作为规避霸权国制衡的有效手段。⑤ 蒲晓宇、施维勒等人则从针对

霸权国的视角,认为大国实现崛起的策略可将针对霸权国的去合法化和去

中心化策略相结合,并提出通过采用类似“弱者的武器”的策略实现去合法

化和去中心化。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际社会和行为体如何应对崛起国的崛起也归属于崛起进程的研究范围,但本

文从崛起国的视角探讨策略的选择和制定,因此不再对霸权国以及其他行为体如何应对

崛起国的研究进行评述。
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孙学峰:《中

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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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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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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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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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Bal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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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3,
 

No.3,
 

2008,
 

pp.110-142.
孙学峰等:《合法化战略与大国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

10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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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s,
 

Vol.60,
 

No.3,
 

2016,
 

pp.382-394
 

;
 

Kai
 

He
 

and
 

Huiyun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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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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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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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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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Security,
 

Vol.10,
 

No.2,
 

2014,
 

pp.16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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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1,
 

2011,
 

pp.41-72;关于弱者的武器,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

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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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合法化战略的逻辑是追求霸权国对崛起国容忍空间的提升,这为

崛起国崛起战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但同样忽视了崛起国外部

环境的差异。当霸权国与崛起国处于不同的地理分布格局,崛起国采取合

法化策略的空间会有很大差别。他们的研究也延续了“霸权国—崛起国”二

元分析架构,没有对崛起国外部环境的差异进行进一步区分。

克劳福德和杨原的研究部分突破了二元分析架构,关注除霸权国、崛起

国以外的第三方行为体,并探讨了如何瓦解联合制衡的问题。克劳福德对

“楔子战略”的界定和使用,突出分析了如何拆解一个对抗联盟缓解外部压

力的问题。根据他的结论,通过差异化对待对抗联盟中的某一个目标,以让

利、利益诱导为主要途径来实现目标对象与对抗联盟的分离。① 克劳福德认

为,“楔子战略”成功的关键是为目标对象提供难以拒绝或不可替代的好处,

更多是针对对抗联盟中的弱者。杨原的研究议题也是崛起国如何获得第三

方的支持。通过对东亚历史案例的分析,他认为武力威慑可能会起到更好

的作用。② 克劳福德、杨原的研究虽然将分析框架涵盖了除霸权国与崛起国

以外的行为体,但这些行为体本身的地位处于被争夺的状态,对于崛起国而

言,这是较为优越的崛起环境。那么,如果第三方是在崛起国区域内的其他

大国,崛起国应该如何处理?

综上,现有关于大国崛起中崛起国一方的理论研究中,“霸权国—崛起国”

二元分析框架忽视了大国崛起中的地理要素,特别是崛起国区域内存在其他

大国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霸权国的制衡行为,崛起国的策略可能并不只需要

关注与霸权国的互动。本文的研究就是在此之上对现有研究的拓展和尝试。

①

②

Timothy
 

W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41,”
 

Security
 

Studies,
 

Vol.17,
 

No.1,
 

2008,
 

pp.1-38;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4,
 

2011,
 

pp.155-189.
杨原试图解决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取小国的战略,并且认为传统的利益交换

策略的实践效果并不明显,相反适度克制的胁迫策略可能会取得更好的作用。这一研究

将小国这一第三方设定为并不具有对崛起国带来威胁或致命冲击的国家,同时假定崛起

国已经获得了向霸权国挑战的实力地位,突破了区域体系的压力。杨原:《崛起国如何与

霸权国争夺小国? ———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
期,第26—52页。



96   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

二、
 

理论框架和基本假设

在对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域外霸权干预、域内大国竞

争下的崛起模式,尝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讨论大国崛起战略。我们认为,崛

起国所处的区域特征影响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本章将对上述大国崛起模式

进行界定,进而分析崛起国可能面临的情境以及有效的崛起战略。

(一)
 

域外霸权国干预、域内大国竞争下大国崛起模式的界定

在域外霸权国干预、域内存在大国竞争的模式下崛起国的崛起环境存

在以下特征。

首先,霸权国与崛起国分属于不同的地理区域体系。① 在这一模式下,崛

起国面临的崛起压力来自两个层面的行为体。崛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极有可

能面临来自霸权国和区域内其他竞争者的单独制衡,也有可能受到联手压制。

其次,在崛起国的区域体系内存在一个或多个竞争者。② 在这一模式

①

②

国际关系学界尚未有完全统一的“区域”或“地区”定义,在1945年的旧金山联

合国会议上,各代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图对“区域”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最终难以

就“区域”的概念达成共识。从界定的方法上看,学术界定义“区域”的路径经历了地理、
量化和社 会 建 构 等 不 同 阶 段。参 见:Joseph

 

S
 

Nye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8),
 

p.vi.本文的“区域”采用卡赞斯坦的定

义:“地区不但意味着商品和人员流动于那种我们假定可以直接准确地用绘图描述法来

表现的物质空间,地区也是植根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及认知的构造物。”参见:彼得·卡赞

斯坦:《区域主义与亚洲》,载王正毅、迈尔斯·卡勒、高木诚一郎:《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

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1页。
关于区 域 其 他 大 国 的 界 定 参 见:Barry

 

Buzan
 

and
 

Ole
 

Waev,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mitav
 

Acharya,
 

“The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59,
 

No.4,
 

2007,
 

pp.629-II;
 

Daniel
 

Fiemes
 

and
 

Thorsten
 

Wojczewski,
 

Contested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Politics
 

in
 

South
 

America,
 

South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
 

(GIGA
 

Working
 

Paper
 

No.121,
 

2010);
 

Stefan
 

Schirm,
 

“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No.2,2010,
 

pp.197-221;Ji
 

Y
 

Lee,
 

“Hedging
 

Strategies
 

of
 

the
 

Middle
 

Powers
 

in
 

East
 

Asian
 

Security:
 

The
 

Cases
 

of
 

South
 

Korea
 

and
 

Malaysia,”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34,
 

No.1,
 

2017,
 

pp.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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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崛起国并没有取得地区主导地位,并且仍有被其他行为体联合或单一压

制的可能。

再次,域外霸权国家在崛起国体系内有干涉的动机和能力。按照进攻

性现实主义的逻辑,防止战略核心地带出现地区主导国是霸权国维持霸主

地位的重要战略,因此从维护自身利益而言,霸权国有介入地区权力竞争的

诉求。另外维持地区多极并相互竞争的状态,霸权国有从中渔利的可

能性。

最后,当地区内相互竞争的行为体试图维持自身的生存时,寻求外部霸

权国的支持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霸权国的地位决定了其强大的实力存

在,以及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

崛起国归属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为体的策略选择。第一,

行为体是否处于相同的地理区域,影响霸权国的策略选择和对崛起国威胁

的认知。① 例如,一战之前英国对美国和德国表现出不同的威胁认知,英国

认为处于同一地理区域的德国对自身构成了直接威胁。第二,霸权国与崛

起国的地理区位和崛起国所在区域环境的差异将影响两者策略的选择。②

举例而言,在美国崛起进程中,由于其所在区域不存在能够与其相抗衡的行

为体,英国的“离岸平衡”策略就难以奏效。对于崛起大国,区域内其他行为

体的竞争将使得其在崛起进程中需要同时处理与域外霸权国和域内竞争者

的关系。

在霸权国与崛起国归属于不同的地理区位时,对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

关注影响崛起国应对霸权国和竞争者的制衡行为。以往在霸权国与崛起国

二元框架下对崛起国崛起策略的分析,似乎更为重视崛起国针对霸权国的

策略选择。这类研究集中于双方的互动,如怎样拆散同盟等,相对忽视了区

域内其他周边行为体的作用。在这一模式下,周边地区在崛起国与霸权国、

①

②

William
 

R
 

Thompson
  

ed.,
 

Systemic
 

Transi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161-186.
Amitav

 

Acharya,
 

“The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59,
 

No.4,
 

2007,
 

pp.629-II.;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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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竞争者的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实践崛起国应对霸权国、域内竞争者

制衡策略的组成部分。划分崛起国崛起类型时考虑区域因素,能够更好地

突出周边环境在崛起国崛起战略选择中的作用。

(二)
 

崛起国面临的双重制衡情景

在霸权国干预、域内大国竞争模式下,理论上阻止崛起国崛起进程的战

略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霸权国无差别地对这一区域进行毁灭性打击,并

进而占领、吞并整个地区;第二,区域内其他竞争者与霸权国联合,组成一个

对抗同盟;第三,霸权国或区域内竞争者独自对崛起国进行有针对性的打

击。第一种的效果最为显著,但同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最高,失败的风险也

最大,并且在这一战略下霸权国与区域内其他竞争性行为体的互动并不是

针对崛起国,故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崛起国面对的外部制衡

情境主要是霸权国采取第二、三两种战略的情况,而从具体遏制方式来说,

可分为对抗联盟和独自进攻两种类型。

对抗联盟。① 在这一类型下,区域内其他竞争性行为体和霸权国都将崛

起国视为其利益的威胁者。从区域层次上而言,崛起国的崛起将获得区域

体系的主导权,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安全、自主权受到威胁;对于霸权国而

言,崛起国的主导趋势不符合自身在该区域的最佳战略利益,并且区域主导

国家的出现将对其霸权产生威胁。基于共同的利益,同时也是基于共同的

威胁,霸权国与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组成对抗联盟。在这一联盟中,霸权国存

在主导进攻和“离岸平衡”两种策略。这两种策略在崛起国主导区域体系之

① 理论而言,在共同进攻这一模式下,根据霸权国与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共
同进攻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敌对联盟,二是两个行为体在没有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同时或

先后对崛起国进行遏制或打击。在这两类情境中,崛起国都面临来自霸权国和区域内其

他行为体的制衡行动。但从历史和现实角度而言,第二种情境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而言,如果两个方向的行为体都采取了对崛起国的强硬措施,那么

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很大,历史上不乏案例。另外,从崛起国所受压力而言,第二种情境下

同样需要应付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因此,这一模式以敌对联盟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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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见表1)。①

此外,在霸权国与区域内竞争者是盟友关系时,也有可能出现在联盟状

态下的单独进攻类型。

独自进攻。这一类型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崛起国处于崛

起初期时,霸权国没有与区域内竞争者合作,单独进行进攻活动。第二个阶段

是崛起国已经获得区域主导性地位,霸权国完全丧失区域内盟友时。就第一

种情况而言,区域内其他行为体与霸权国在核心利益的界定方面存在差距,对

崛起国的同一个策略的反应不同。从霸权国的视角分析,其进攻的行为不单

单是崛起国自身的策略所导致,还有可能是由于霸权国的进攻性偏好、国内政

治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后一种情况是崛起国已经实现在区域体系内的崛起,

这也从侧面说明霸权国前期策略的失败,这种进攻是权力转移的关键。见表1。

表1 崛起国面临的崛起压力情境

策略

模式   
霸权国干预策略 区域内竞争者策略

对抗联盟
幕后,辅助支援 以霸权国为外援打击崛起国*

台前,领导进攻 辅助霸权国打击崛起国*

独自进攻

A.单独进攻 观望*

B.观望 单独进攻②*

C.单独进攻 无(崛起国已获得主导地位,实现区域体系内崛起)

  注:*指联盟状态下。

(三)
 

崛起国策略选择

从崛起国的视角而言,尽可能地减少制衡情景的出现是提升崛起成功

①

②

这其中也包含霸权国与区域内其他竞争性行为体彼此之间存在“被牵连”和“被
抛弃”的考量,具体研究可参见:苏若琳、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
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5—38页。

需要指出的是,从纯粹的物理实力角度而言,崛起国区域内其他行为体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因此,区域内行为体单独进攻崛起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出现,崛起国

也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予以应对,所以对于这一情境不做重点讨论。此时崛起国更应该

避免和防范的是区域内竞争行为体形成与霸权国的敌对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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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的重要保证。理论上,崛起国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表1中任何一种制衡

模式,都可能导致崛起失败。表1中崛起国所面临不同制衡情境的生成机制

从动机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崛起国对外战略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霸权

国或其他行为体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引发对崛起国的制衡行为;二是崛起国

的对外策略引发制衡行为,图1勾勒了一个简要的三元分析的框架。其中,

R为崛起国,H为霸权国,C为区域内竞争者;R向下的实线指向拼死抵抗的可

能结果(失败),向上的虚线指向采用策略组合后应对制衡的可能结果(成功)。

图1

1.
 

应对悲观预期引发的制衡情境

这一情境中,崛起国对霸权国和区域内竞争者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

而是自身实力变化导致他国忧虑产生。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

崛起国的周边和域外霸权国对于崛起国的崛起一定不会袖手旁观。① 崛起

国实力不断增长,且对可能出现的主导区域秩序趋势与霸权国对区域内秩

序的设想相左。与区域内竞争一样,此时崛起国与霸权国同样存在关于区

域秩序方面根本性的冲突。在这一阶段,不管是霸权国和区域内竞争者的

①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p.70-83;
 

John
 

J
 

Mearsheimer,
 

“Pull
 

Those
 

Boots
 

Off
 

the
 

Ground,”
 

Newsweek,
 

Dec
 

31,
 

2008;
 

Mearsheimer,
 

John
 

J,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105,
 

No.690,
 

2006,
 

pp.160-162;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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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进攻还是霸权国全力进行单独进攻,都是崛起国难以承受的,因此,崛

起国的最佳策略是阻止或拆散两者的联盟、瓦解霸权国的单独进攻。① 如

图1所示,在敌对联盟或霸权国单独进攻崛起国情境下,崛起国R的战略选

择有拼死抵抗和采取组合策略瓦解对抗同盟、阻止霸权国的进攻。由于双

方实力差距较大,拼死抵抗的结果可想而知———崛起进程终结,甚至亡国。

因此,这一选择对于崛起国而言并非最优。相反,通过有效的策略组合实现

化解有效制衡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

从经验角度而言,让一国不做出某种行为,一种手段是阻碍,另一种手

段是诱导,两者结合,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在展示出顽强抵抗意志的同时,

也要释放谈判、妥协的信号。威慑的目的在于让霸权国的预期收益小于必

要的支出,而利益诱导的目的是改变霸权国的参照点,使其从面临损失转变

为面临获益。② 这一行为类似于“逐步互惠减少紧张倡议”(graduated
 

and
 

reciprocal
 

initiatives
 

in
 

tension-reduction,简称GRIT)。③ 倡议的目的是以

主动让步启动合作进程来减少紧张。④ 因此崛起国需要组合策略,通过

“推—拉”的模式,实现对制衡情境的规避。

①

②

③

④

进攻不单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进攻,也包含战略上的打压。
决策者往往并不关心最终的财富水平状态(这一点与预期效用理论的关键性假

设———效用最大化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却关注相对于某个参照点而言所发生的财富变

化水平。参见: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64页。关

于前 景 理 论 还 可 以 参 见: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1,
 

1997,
 

pp.87-
112;

 

Jack
 

S
 

Levy,
 

“Ap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to
 

Political
 

Science,”
 

Synthese,
 

Vol.135,
 

No.2,
 

2003,
 

pp.215-241;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3,
 

No.2,
 

1992,
 

pp.283-310;
 

Jack
 

S
 

Levy,
 

“An
 

Introduction
 

to
 

Prospect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3,
 

No.2,
 

1992,
 

pp.171-186;
 

Robert
 

Jervis,“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Human
 

Nature
 

and
 

Valu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5,
 

No.2,
 

2004,
 

pp.163-176.
Charles

 

E
 

Osgood,
 

An
 

Alternative
 

to
 

War
 

or
 

Surrender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2).
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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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崛起国对外策略引发的制衡情境

在这一情境中,崛起国的战略存在失误。这一情境可以由两种策略引

发:一是崛起国的策略过于激进;二是崛起国的策略导致自身实力突然被削

弱。在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中最应该避免的结果是两线作战,不分主次地在

两个方面寻求突破,最后可能两面都难以实现。因此崛起国应该在战略本

身制定过程中考虑到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因素。当崛起国因错误信息导致策

略制定偏离了以上合理区间时,霸权国敏感地认为是崛起国在试图改变区

域秩序,这种威胁感通过区域内国家的宣传而被放大,进而导致霸权国的单

独干预或与崛起国周边国家形成对抗同盟。① 或者,霸权国与区域内其他竞

争者认为崛起国因自身战略失误导致的实力削弱是制衡崛起国的最好时机。

在这一情境下,崛起国的策略组合主要是安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进行

实力威慑。崛起国战略的最好结果是霸权国的容忍和区域体系内国家的妥

协这一组合,但更有可能面临的结果是区域内行为体的抵制和霸权国的干

预。从区域内行为体C的角度而言,崛起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拓展是对自身

影响力的挤压,是零和性的。而对于霸权国而言,崛起国对于地区事务的主

导并不符合其最佳利益。因此区域内行为体和霸权国的分化、瓦解是可能

的。在释疑的同时,崛起国对霸权国进行利益方面的妥协,并辅之以威慑。

因此,在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中,需处理好与霸权国和区域内国家之间的

关系,在战略上避免主动引发敌对联盟和霸权国干预等制衡情境。但如果

出现以上制衡情境,特别是对抗联盟和霸权国的单独进攻,崛起国应通过威

慑、安抚以及利益诱导等策略组合瓦解以上制衡。如果不能实现,那么崛起

国的崛起进程将受到阻碍,甚至终结。

3.
 

崛起边界的设定

崛起边界设定的前提假定是崛起国资源的有限性。崛起国自身拥有的

战略资源是保持威慑、提供利益诱导的关键组成部分。客观而言,在资源有

限前提下,保持战略威慑的路径有两种:一是增加战略威慑,二是减少不必

① 陆东华:《第三方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逆社会化———以中国与周边安全态势为

例》,《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第6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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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源的消耗。增加战略资源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因此减少不必要的战

略消耗则显得更为重要。崛起边界的设定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

在本文设定的崛起情境下,崛起国的崛起首先会产生对原有地区秩序的冲

击,区域行为体和霸权国会关注崛起国追求的区域秩序,进而一个三方关注

的核心竞争区域出现。崛起边界即以核心竞争区域为主要衡量标准。这也

是崛起国在这一模式下实现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在这一阶段,崛起国

如果将大量资源投入非核心竞争区域,那么崛起国的崛起边界视为不科学、

不合理;反之则不然。

设定合理科学的崛起边界能够集中精力应对霸权国和区域竞争者在核

心区域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国家的崛起并不是无限制的扩张行为和对土地

的无限制占领,而是获得一定区域范围内主导权后的策略经营。因此,科学

合理的崛起边界是崛起国实现最终崛起的关键变量。事实上,边界的设定

既是崛起国“克制”的战略体现,同时也可以将主导的战略资源配置在区域

体系内,集中实现区域主导权这一阶段性目标。对于崛起国而言,是否能设

定合理的崛起边界,从而将主要的战略资源集中在区域体系内,避免战略冒进

而引发霸权国家联合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联盟进攻,关系到自身崛起的成败。

在崛起边界内存在竞争者、尚未取得区域内主导权之时,崛起国将有限

的资源用来经营区域之外的地区具有极大的风险。首先,此时崛起国尚未

完全获得区域内的主导地位,一旦在区域外投放过多的资源,在区域内的竞

争实力将明显下降,无法有效抵抗霸权国的干预和区域内其他竞争者的进

攻。其次,对区域外目标的经营风险极大,一旦失败将在区域内带来极大的

影响。由于地理、文化等要素的影响,区域外经营交易成本更高,所需要的

资源更多,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变数。因此,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影响战

略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资源配置,并对崛起国实现崛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对崛起国在外部霸权国家干预、区域内部存在竞争者的模式

下实现崛起进程的路径方法做出小结:(1)崛起国能够通过合理的策略组合

击退、化解来自域外霸权国和域内竞争者两方面的共同进攻和单独制衡;

(2)崛起国应当设定较为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两者的逻辑关系在于,科学

合理的崛起边界的设定既是应对有效制衡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集中资源

和力量经营周边并抵抗其他两个行为体进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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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古代东亚地区的唐朝和古代希腊地区的雅典这两个案例对以

上解释进行验证。选择这两个案例的原因如下:第一,这两个案例符合本文

设定的崛起条件。在东亚地区的唐朝案例中,构成郑、夏、梁—唐—突厥三

元结构;而在雅典的案例中,存在斯巴达—雅典—波斯结构。第二,在这两

个案例中,唐朝和雅典在崛起过程中都面临域外霸权国的干预和域内大国

的竞争。第三,唐朝和雅典分别代表正、反两个不同的案例,这种对比更能

够证明本文论证的说服力。第四,以中、西两个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的案例

进行对比分析佐证了崛起外部环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处于相同崛起结构

下的唐朝和雅典的案例能够更好地证明崛起国崛起的外部结构环境,而非

文化等要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的案例不是对崛起进程的完全追踪,

而是侧重涉及理论检验部分的剖析。①

三、
 

唐朝的崛起路径:
 

郑、夏、梁—唐—突厥

唐朝是在崛起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与域外霸权国和域内竞争者关系的案

例。通过崛起边界的设定和战略战术的实施,唐朝最终击败东突厥、兼并其

他割据政权,实现最终的崛起,并构建了以自身为主导的区域体系。

(一)
 

崛起背景

隋大业十三年,天下大乱,割据势力纷纷自立为王。在原来隋朝国土上

出现了窦建德的夏政权、梁师都的梁政权、李轨的凉政权、刘武周的定杨政

权、王世充的郑政权、宇文化及的许政权、薛举的西秦政权、萧铣的萧梁政

权、李密的魏政权、杜伏威割据势力以及李渊的唐朝。② 各政权之间互不统

①

②

正如利维所言:“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描述并解释一系列事件

之间的联系,而政治学家则阐述并检验有关变量或事件类别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命题。”
参见:Jack

 

S
 

Levy,
 

“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1997,
 

p.32.
杜伏威等领导的起义军前期未建政权,但也是重要的割据势力。公元618年杜

伏威、辅公祏降唐,623年辅公祏复又叛唐,建立宋政权,624年被唐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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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相互攻伐,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在突厥政权经历了隋朝分

而治之的政策之后,东突厥日益强大,史载:“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

遂大强盛,势凌中夏。”①

与巴菲尔德的理论相反,隋亡之后,突厥并没有随之衰落,相反成为东

亚地区的霸主。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突厥已经出现“总统中国”的局面(见

图2):“俄属群盗并兴,于此浸以雄盛,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于是

分置官司,总统中国,……”②中原的割据势力纷纷称臣,作为强援,南向以争

天下。③ 史料记载:“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

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

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④

图2

东突厥在隋亡之后是东亚地区的霸主,它在东亚地区构建了一个“轮—

①

②

③

④

魏征:《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北京:中华书局,第1876页。
同上。
巴菲尔德:《威胁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12页。
杜佑:《通 典》卷 一 九 七《边 防》一 三《突 厥》上,北 京:中 华 书 局,1988年,第

10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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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结构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唐朝只是群雄之一。① 在这一结构中,唐朝是

崛起国,东突厥是毫无疑问的霸权国家,两者分属不同的区域、拥有不同的

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唐朝崛起的区域内存在多个竞争者,并且突厥又有干涉

区域内部事务的利益诉求。因此唐朝的崛起需要处理与区域内其他政权的

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与域外霸权国东突厥的关系。

(二)
 

唐朝的崛起历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在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

长安,并于次年五月称帝,改元武德。②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唐朝东接王世充的郑,

西面有薛举的西秦,南接壤萧梁,北部是刘武周的定杨政权和东突厥,处于四战之

地,崛起面临较大压力。在崛起初期,唐朝并不是最强大的行为体,对突厥主导下原

隋朝区域内的秩序并不构成威胁。但在公元618年、620年相继消灭薛举政权③

①

②

③

陈寅恪认为李渊也和其他政权一样向突厥称臣:“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

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 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而从之后唐太宗与侍

臣的对话中露出了一些痕迹,唐高祖起兵之后与刘武周等一样向突厥称臣,只是之后唐

取天下,避讳而不录。但由于存在争议,本文则以史料记载为依据,采用没有称臣的观

点。参见:陈寅恪:《林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陈寅恪:《寒柳堂集》,3版,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08—121页。
本文考察李渊称帝之后的历史,一方面称帝标志着政权的建立,同时也与其他

行为体处于相同的历史地位,在对比方面更具有科学性。关于唐从起兵到称帝的过程,
参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李渊起兵,攻占长安也得到

了突厥的大力帮助,刘文静建议连接突厥以益兵势,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刘文静向突

厥始毕可汗提出借兵的条件是,“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入

突厥”。突厥随后派兵帮助李渊,李渊大喜。参见:刘昫撰:《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
 

刘

文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92页。
薛举在公元617年称帝之后,也想入主长安,因此在李渊占领长安之后,薛举听

从谋士郝瑗的建议,试图联合梁师都和东突厥,共同进攻唐朝。在了解薛举的计划之后,
唐朝意识到这是生死存亡之际,因此派出宇文歆为使臣,出使东突厥。宇文歆开出的条

件是金帛和土地,除了送大量的钱财,同时割让了五原、榆林二郡,以此换取了东突厥对

唐的支持。618年薛举政权在唐和东突厥的联合进攻下灭亡。参见:刘昫撰:《旧唐书》卷
五十五《薛举

 

李轨
 

刘武周
 

高开道
 

刘黑闼》,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47页;刘昫

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5页;吴玉贵:《突
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4—144页;Zhenping

 

Wang,
 

“Ideas
 

Concerning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Tang
 

Emperors
 

Gaozu
 

and
 

Taizong,”
 

Asia
 

Major,
 

Vol.22,
 

No.1,
 

2009,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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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刘武周政权①之后,唐朝初显重新统一原隋朝统治区域的态势。唐朝对原

隋朝区域内的统一政策与突厥维持多个政权虚弱状态的区域利益冲突,突

厥帝国对唐朝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唐的逐渐强大,突厥对唐朝崛起

的干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突厥的干预直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因其自身

实力削弱了才逐渐停止。②

刘武周兵败之后,唐朝的崛起空间得到了极大地释放,显示出了统一中

国的气象。此时,西面的薛举、李轨政权已经被消灭,北边最大的威胁刘武

周也被唐、突厥联军铲除,唐早在义宁年间已经取得巴蜀之地。③ 唐朝已经

是当时中国区域体系内最大的行为体。此时从实力方面来看,其他竞争者

实力小于唐,而唐实力小于东突厥。“随着唐朝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突厥

与唐的关系也日趋冷淡。突厥希望通过阻止唐朝完全统一中国来保持其在

①

②

③

与薛举不同,“刘武周于乱世中率先称帝,且势力达到今山西大部分,河北西北

部,内蒙古中部地区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也是唐王朝在北方最大的威胁。武德

二年(619年),刘武周听取大将宋金刚“入图晋阳,以争天下”的建议,联合东突厥进攻唐

朝。根据史料记载,李渊再一次使用了利益诱导策略,“上遣右武侯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

厥,至丰州,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

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突厥乃止”。同时,刘武周的过分强大也威胁突厥的霸主地位。因

此在唐朝的外交活动下,突厥再一次与唐合作,于武德三年(620年)消灭定杨政权,刘武

周逃到了东突厥,不久被杀。参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第13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第5847—48页;高番番:《“定杨”政权及覆灭原因探析》,《山西师范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第63—64页;Jonathan
 

Karam
 

Skaff,
 

“Survival
 

in
 

the
 

Frontier
 

Zon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in
 

Chinas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Sui-Tang
 

Dynastic
 

Transition
 

(617-63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5,
 

No.2,
 

2004,
 

p.125;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
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884—5885页;刘昫撰:《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

 

李轨
 

刘武周
 

高开道
 

刘黑闼》,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54—2255页。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从公元618年到630年,东突厥对唐朝打击的次数随着唐

实力的增强而增加,到公元624年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具体的攻击次数如下:618(0)、

619(1)、620(2)、621(9)、622(11)、623(14)、624(15)、625(10)、626(12)、627(0)、628(2)、

629(1)、630(0)。
义宁十二月,唐朝“于是自金川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参见:司

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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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卓越地位。”①当时支持唐朝进攻刘武周的处罗可汗对唐朝的态度发

生变化。面对东突厥单独或联合其他割据政权对唐朝崛起的制衡,唐朝采

用较为积极灵活的策略组合,多次成功瓦解了对抗联盟和东突厥帝国的

进攻。

1.
 

武力威慑与利益诱导瓦解对抗联盟

在刘武周兵败之后,唐在区域内北方巨大的威胁消除,开始对王世充的

郑国实施积极进取的战略。史载:“(武德三年,即公元620年)七月,诏秦王

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②然而这一战略引发了梁师都、东突厥和窦建德的战

略怀疑,东突厥计划联合梁师都、窦建德进攻此时正在与郑国进行决战的唐。

随着刘武周的灭亡和唐朝的壮大,突厥与郑政权建立密切的关系。武

德三年(620年)“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

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市。”③在唐朝对郑攻伐的时候,处罗可汗决定全力进

攻唐朝。梁师都在刘武周兵败之后,对于唐朝的崛起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

进而向突厥进行游说,言道:“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

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处

罗可汗听从了梁师都的建议,联合四路大军准备进攻唐朝,史载:“处罗从

之,谋令莫贺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自延州,处罗入自并州,突利可

汗……入自幽州,合于窦建德,……”如果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唐朝将很

难支撑如此大规模的进攻。但恰在此时,处罗可汗病逝,史料记载:“会处罗

死,乃止。”④

这里我们并不评判突厥政治体制导致战略可持续性的问题,我们关注

①

②

③

④

Jo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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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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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ng
 

Dynastic
 

Transition
 

(617-63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5,
 

No.2,
 

2004,
 

p.125.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

5885页。
同上,第5884页。
刘昫撰:《旧唐书》卷五十六《萧铣

 

杜伏威
 

辅公祏
 

沈法兴
 

李子通
 

罗艺
 

梁师都》,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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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唐朝得知这一战略之后的行动。当时,李渊立即派郑元璹出使突

厥,“上遣郑元璹往谕以福祸。未及,处罗遇疾而卒,国人疑元璹毒之,留不

遣。上又遣汉阳公环赂颉利可汗以金帛,……”①从史料上分析,郑元璹毒杀

处罗可汗的记载并不存在,是否属实难有定论。显然,唐朝关注的是处罗可

汗死后,即位的颉利可汗是否会继续进攻唐的计划。李渊为处罗可汗罢朝,

史载“处罗死,高祖为之罢朝一日,……”②始毕可汗(处罗可汗上一任可汗)

去世之时,高祖也为之罢朝。因此,唐朝对于突厥的政策并没有明显的变

化。但由于突厥认为唐的强大已经对其霸权构成威胁,颉利可汗继位之后,

开始了针对唐朝的一系列打击活动。

虽然突厥联合进攻的计划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唐朝与郑国进行决战的

时候,东突厥从北边对唐朝进行打击。从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征伐

郑国开始,到战争结束,史籍记载东突厥共进行了五次进攻。③ 对于这些进

攻,唐朝并没有妥协,而是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在征伐的过程中进行有限战

略威慑,袭击了突厥去往郑国的使者。“突厥遣使诣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

誉邀击,败之,虏牛羊万计。”④与此同时,对于区域内的竞争者,唐朝也区别

对待,在对郑国进行讨伐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窦建德联合突厥对唐发起进攻

或支持郑国,李渊遣使和窦建德通好,同时拉拢南部的杜伏威政权,实行“远

交近攻”的战略。史载:“上遣使与窦建德连和,建德遣同安长公主随使者俱

还。”⑤虽然窦建德最终决定援助王世充的郑国⑥,但还是被李世民击败,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12页。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5页。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

5907—5912页。
刘昫撰:《旧唐书》卷五四《王世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27—2234页。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889页。
窦建德本来与郑国存在矛盾冲突,而且郑国并没有求援,再加上唐朝的通好,窦

建德并没有救援的意图。但之后,郑国前来乞师,再加上刘斌的分析,窦建德决定倾巢出

动援助郑国。“窦建德自侵殷州之后,与世充遂结深隙,信使断绝。十一月,窦建德又遣

人结好,并陈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抱聘,且乞师。”关于窦建德援助郑国的原

因,窦建德中书舍人刘斌的建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斌对建德曰:“今唐有关内,郑有河

南,夏据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参见:刘昫撰:《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
 

窦建德》,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33—2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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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被擒,而王世充投降。“秦王大破窦建德之众于武牢,擒建德,河北悉

平。丙寅,王世充举东都降,河南平。”①

王世充的郑政权和窦建德的夏政权被吞并之后,在区域内的原有割据

势力只剩下依靠突厥的梁师都的梁政权,但又形成了新的势力如高开道和

刘黑闼等。② 相较于之前的割据政权,这些后来的割据势力能够给唐朝带来

的威胁有限。而为了遏制唐的扩张,突厥除了联合这些割据势力不断发动

进攻之外,开始进行独立进攻模式。

2.
 

利益诱导与武力威慑瓦解东突厥的单独进攻

随着唐朝的日益强大,其面临的东突厥压力也在不断增强。东突厥除

了继续联合其他不服从唐的政权进行联合进攻之外,颉利可汗开始率领大

部队突厥士兵对唐朝进行单独打击,试图阻止唐的崛起,重新恢复众弱而相

互制衡的状态。史载武德五年(622年)“丙子,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

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突厥开始对唐朝开展大规模的进攻。对此李渊

采用老办法,派遣郑元璹出使颉利。“元璹见颉利,责以负约,与相辨诘,颉

利颇惭。元璹因说颉利: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

掳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 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

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 颉

利悦,引兵还。”③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唐还有可能采用以金钱换取时间的

战术。

①

②

③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2页。
对于李轨的凉政权,李渊表示利用吐谷浑的势力打击李轨,“时李轨犹据凉州,

高祖遣使与伏允通和,令击轨自效,当放顺还国。伏允大悦,兴兵击轨,交绥。”而后,派遣

安兴贵策反李轨,最终李轨政权内乱,为唐所有。参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4年,第99页。而南方的割据势力,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虽然其地盘、实力

较强,但没有崛起的野心,“隋末,群雄剧战皆在北方。若南方则虽有若萧铣、杜伏威,据
地较广,兵力较强者,亦不逾时而定。可见其时政治之重心实在北方也”。并且这些国家

在武德四年萧铣被灭之后,基本被唐朝吞并。参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4年,第60页。由于这些国家实力较弱,对于唐朝的崛起并不构成威胁,同时也

没有与突厥结为同盟,因此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54—

5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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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唐的逐渐强大始终是对突厥的威胁。在武德七年(624年)和武德

九年(626年),突厥对唐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打击活动,第一次打击迫使李渊

准备迁都,第二次则直接攻到了长安。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次完全有可能

阻断唐朝崛起进程的有效制衡最后却草草收场,唐的崛起进程依然持续。

下文将对唐朝应对突厥两次有效制衡的策略进行分析。

武德七年三月突厥进攻原州,并在七月抵达陇州,威逼当时的都城长

安,距离长安仅有四百余里的路程,造成唐朝的震动。在此情形下,高祖曾

经想过迁都以避突厥的锋芒。“于时突厥数为边寇,人或说高祖曰:突厥频

寇关中者,徒以府藏子女之在京师故也。若焚烧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

高祖惑之,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以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

焉。”①不过,最终李世民的建议占据上风,迁都的议论才停止。史籍记载,当

时作为京城的长安已经戒严,严守以防突厥的进攻。此时突厥的实力明显

居于上风,在突厥全力进攻下,唐朝自然难以抵抗。

根据史料,面对突厥的进攻,在进行必要抵抗的同时,作为唐军主帅的

李世民采用的策略主要有三:第一,在道义上指责其破坏约定。“告之曰:国

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 ……,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而今

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②第二,实行反间计,利用突利可汗与颉利可汗两

者之间的不睦,引发颉利可汗对突利可汗的猜疑。第三,实行和亲政策,延

续了之前李渊处理与突厥关系中以“和亲”缓和双方关系的策略。③ 唐能化

解突厥进攻危势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突厥难以忽视当时唐朝已经拥有的实

力。如果继续进攻,突厥免不了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唐的策略之下,颉

利可汗得到唐朝的保证和好处之后,参考点发生变化,希望能够维持获得的

利益,因此选择退兵。

唐朝面临第二次较大的崛起压力发生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之时。颉利可

汗在梁师都的策划下意图趁唐内政不稳之时进行攻击,一举攻破唐朝,解除

这一威胁。史载:“师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为之策划,劝令入寇。于是颉

①

②

③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

5989页。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6页。
崔明德:《唐与突厥和亲论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第2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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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寇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①突厥一直打到临

近长安的渭水便桥之北,威胁唐朝的都城长安。

此时的李世民已经登基称帝,亲自率兵与突厥颉利可汗会于便桥之北。

唐的应对策略与上次相似但也存在不同。首先,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史籍

记载:“(李世民)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

约。”②其次,进行武力威慑。突厥试图利用强大武力震慑李世民,不战而拿

下长安,李世民却拘捕了使者思力,而后,让士兵顶盔掼甲,严阵以待,自己

只身率领六骑与颉利可汗交涉。“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

力就拘,由是大惧……”③第三,纳币。对于突厥,唐朝深知其实力的薄弱之

处,因此用财帛实现其战略意图在崛起的过程中屡试不爽,这一次同样采用

了这一策略。第四,重建破裂的关系。由于之前李渊之时曾经改书为诏敕,

引发颉利可汗的大规模进攻。④ 这一次重新修订关系,史籍记载,太宗与突

厥颉利可汗“刑白马设盟”⑤,之后,突厥引退。

这一时期的唐朝已经基本取得了对区域的主导权,但在实力方面仍处

于下风,突厥的全力进攻同样会阻断唐朝的崛起进程。因此在两次进攻中

李世民采用了威慑与利益诱导的政策,在保证不干涉、不进攻突厥的核心利

益的同时,向突厥提供一定利益(基于威慑的前提下),并不与突厥进行正面

的交锋,从而化解了突厥发动的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单独进攻。

3.
 

实现崛起

武德九年(626年),突厥从长安渭河便桥退兵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贞

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部下多叛乱,而且遭遇天灾,实力大为削弱。史籍记

①

②

③

④

⑤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018页。
刘昫撰: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页。
刘昫撰: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页。
这里作一个补充说明,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决定改变对突厥的称谓,

不再向突厥称臣,史载:“七月,先是,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
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颉利可汗大怒,发兵攻打唐朝。参见: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96页。

刘昫撰: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页;司马光编: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019—60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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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

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①这一时期,唐朝开始考虑消灭突

厥的计划。虽然史籍记载是弃信劳民,但更可能的情况是突厥尚有实力,进

攻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把握:“言事者多请击之,上以问萧瑀、长孙无忌曰:颉

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

瑀请击之。无忌对曰: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上乃止。”②

到贞观二年(628年),突厥内部爆发战争,颉利可汗攻打突利可汗,突

利可汗向太宗求救。“上谋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

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③此时突厥已经走向瓦解,长期臣服于突厥的契

丹开始倒向唐朝,而为了维护其利益,突厥甚至提出了用梁师都换取契丹的

要求。史籍记载:“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以梁师都易契丹。”④

这一要求的提出事实上表明,突厥已经无力为梁师都争取提供保护。因此

唐在贞观二年(628年)进攻梁师都。“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

万均击之,又遣旻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兰成

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

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

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⑤梁师都亡,至此唐朝完全实现对区域内的

主导。

贞观二年(628年)十二月,突厥内部进一步分裂,唐朝开始寻找消灭突

厥、取代其霸主地位的机会。突厥内部薛延陀势力逐渐兴起,此时唐朝抓住

机遇,推波助澜,利用外交手段对突厥内部进行瓦解,册封薛延陀俟斤夷男

为可汗。史籍记载:“上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问道齐册书拜夷男为

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贡,……。东至靺鞨,西至西突

①

②

③

④

⑤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

6037页。
同上。
同上,第6049—6050页。
同上,第6050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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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诸部皆属焉。”①而后在贞观三年(629年)十

一月,庚申,李绩统合十余万,分道出击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次

年的二月,也就是贞观四年(630年)二月,“甲辰,颉利败,请举国内附。甲

寅,以克突厥赦天下”②。独霸东亚的东突厥灭亡,唐朝替代突厥成为东亚新

的霸主,完成崛起进程。

4.
 

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的设定

回顾唐朝的崛起进程,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为什么东突厥发

动的两次进攻都草草收场? 第二,为什么唐朝不持续进攻高丽、梁师都? 这

两个问题本质上能够反映唐朝以上策略成功的关键。在多次的有利进攻

中,如果突厥有一次不相信唐朝的保证而持续进攻,那么就没有唐之后的崛

起和大唐盛世。同样,如果有一次唐朝没有集中手中的资源进行有效抵抗,

同样也会遭遇失败。这关系到第二个变量———是否设定了科学合理的崛起

边界。唐朝在崛起过程中设定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边界。

唐朝在崛起初期将主要资源投放在核心竞争区。例如,在打败刘武周

之后,唐并没有趁势北进、占据刘武周的地盘,“收复太原之后,唐朝军队并没

有乘胜向北进展,刘武周南下之前控制的地区,原封不动地由突厥接管”③。可

见在此过程中,唐朝除了收复太原之外,保持了战略的克制。其次,唐朝在

崛起中后期,对于崛起同样有着清楚和科学的边界认知,将资源集中在核心

竞争区。一方面,唐朝在平定了辽东之后,对于臣服于突厥的高丽政权也没

有贸然行吞并之势———与处理其他国内割据政权不同。隋炀帝时期的三征

高丽耗费了大量的战略资源,作为新生的政权,唐朝保持了战略克制。④ 另

①

②

③

④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

6061—6062页。
同上,第6066—6073页。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1页。
高丽在武德七年已经接受唐的册封,“二月,丁未,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

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

王”。参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

59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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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与突厥的盟友关系,相比其他政权,梁师都一直保持与唐朝的

竞争,直到贞观二年,突厥再无力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为止。

(三)
 

小结

唐朝在区域内部存在竞争、外部有霸权国干预下成功实现崛起的策略

选择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关于在这一模式下的理论分析。在崛起过程中,唐

朝多次通过利益诱导、妥协、威慑与安抚等策略有效瓦解了多个敌对进攻联

盟和多次霸权国家单独的进攻,并且在崛起的过程中设定了较为科学合理

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与霸权国和区域内竞争者竞争的核心区域。

通过以上战略的实施,唐朝逐个吞并区域内的其他行为体,并实现霸权的

更迭。

四、
  

雅典的崛起路径分析:
 

斯巴达—雅典—波斯

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作用较少提及,而是将

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修昔底德关于“崛起”“恐惧”等战争原因的判断,并以

此延伸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经典议题。如果将波斯重新纳入伯罗奔尼撒

战争,可以看到雅典的崛起面临域外霸权国波斯干预与域内大国斯巴达的

竞争。① 雅典的崛起在不同阶段对体系内大国和体系外的干预大国的策略

明显存在失误,其崛起进程在波斯和斯巴达的联合打击下终结。

(一)
 

雅典的崛起背景

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吞并了吕底亚、进攻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之后

① 目前学界对于雅典和斯巴达的身份存在争议,传统认为雅典是崛起国而斯巴达

是霸权国,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斯巴达才是崛起国而雅典是霸权国。从历史的线性发展角

度,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更为久远,并且在希波战争中的确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雅典

作为崛起国是合理的。但斯巴达的霸主国身份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提洛同盟成立之

后。而从波斯帝国的角度而言,伯罗奔尼撒战争更多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就区域主导权的

竞争。从实力、影响力以及对之后希腊半岛政治走向的影响力来看,将当时的波斯帝国

作为霸权国更加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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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流士时期的公元前513年控制了黑海地区和色雷斯,成为地跨欧、亚、非

的大帝国。三次征伐希腊地区的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波斯在希腊地区

始终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提洛同盟成立之后,在希腊地区存在三个重要的

行为体:波斯帝国、雅典和斯巴达。在这一结构中,雅典是崛起国,波斯是域

外霸权国家,两者分属不同的地理区域。不过,雅典的崛起是以波斯帝国的

衰弱为代价的,雅典的崛起并不是在削弱原有希腊半岛势力的基础上,而是

主要向波斯方面拓展影响力。因此,雅典的崛起对于波斯帝国的安全具有

极大的风险,波斯帝国有干预的动机和能力。在希腊世界内部,雅典的崛

起受到域内斯巴达、科林斯、亚哥斯①、底比斯等多个行为体的压制和竞争

(图3)。因此,雅典的崛起符合外部霸权国干预、内部存在制衡者这一崛起

模式。

图3

(二)
 

雅典的崛起进程

提洛同盟的建立是雅典崛起的开始。波斯兵退之后,雅典返回故土,开

始构建足以保卫雅典的长城,并取得了在希腊联盟中海军的领导权,构建了

提洛同盟。② 提洛同盟的建立、海军领导地位的获得以及长城的修建为雅典

①

②

对于“Argos”的翻译存在一定的差异,谢德风译为“亚哥斯”,而朱龙华译为“阿
尔戈斯”。本文统一采用谢德风的翻译,文中其他希腊地区的地名也采用相同的标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1—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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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提供了实力基础,而之后斯巴达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叛乱、波斯治

下的埃及爆发起义,同时削弱了雅典在这一地区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实

力。“现在(主张与斯巴达和睦相处、合作的西蒙被放逐之后)雅典民主政府

开始推行野心勃勃的对外政策,想同时利用斯巴达和波斯都处于衰弱的时

机以行扩张。”①

1.
 

雅典两线作战,错失获得区域主导地位的历史机遇(公元前461年—
公元前451年)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大量士兵在地震中丧生。同时,斯巴

达国内发生希洛人的暴动,他们逃往伊汤姆地区寻求独立。斯巴达镇压不

利,寻求同盟的支援,并向擅长攻坚战的雅典求援。当时主政雅典的西蒙派

出部队进行援助。然而同盟军包括雅典的援助部队到达之后,斯巴达又担

心他们的到来会煽动更大的革命,因此又将雅典的军队遣回。雅典方面对

斯巴达的怀疑表示愤怒,并认为这是对雅典的侮辱。他们回去之后,对斯巴

达友好的主政官西蒙被放逐,“马上就通告废除原先和斯巴达所订立的反抗

波斯的同盟条约,而和斯巴达的敌国亚哥斯订立同盟”②。而同一时期(公元

前462年),波斯统治下的埃及发生了伊纳罗斯领导的起义,波斯在埃及的统

治同样被削弱。

斯巴达在大地震中受到重创,雅典开始在斯巴达同盟地区进行扩张。

哈蒙德认为,“斯巴达的灾难(大地震以及引发的希洛人的反叛)搅乱了希腊

世界的权力均势”③。雅典不但与斯巴达的敌国签订盟约,而且拉拢斯巴达

的同盟麦加拉。因为与麦加拉发生了边界纠纷,科林斯进攻麦加拉,雅典对

麦加拉进行了援助。而后,“雅典的舰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队发生海

战,雅典人胜利了”④。这次战役之后,雅典又入侵厄基那。在海战胜利之

后,“伯罗奔尼撒人带着三百重装步兵在这个岛上登陆,科林斯的援兵也已

①

②

③

④

N
 

G
 

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457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1页。

N
 

G
 

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445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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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到来,雅典方面动员了国内的老年人和年轻人”①。此次战争并没有分出

胜负,双方都宣称获得了胜利。

麦加拉位于地峡附近,是进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重要通道,控制了麦加

拉将有效削弱斯巴达的势力。公元前457年斯巴达人原始的故乡多利斯(位

于中希腊)受到佛西斯的攻击,斯巴达人进行援助。战争结束之后,斯巴达

人并没有返回伯罗奔尼撒,而是留在了彼奥提亚,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因为

雅典控制了麦加拉地峡。另一方面,“雅典有一个党派,正在秘密地与他们

商谈,希望推翻民主政治、阻止长城的修建(是到达海边的两个大长城)”。

而雅典出动全部的力量来攻击这支部队,他们攻击的原因和斯巴达停留的

原因一致。双方在彼奥提亚的塔那格拉进行了一场大战,雅典虽然战败,但

在62天之后,又重新回到彼奥提亚,征服了整个彼奥提亚和佛西斯(姚丹西

北部的中希腊地区)。②

斯巴达的虚弱、雅典长城的修建和对地峡的控制使得雅典将斯巴达的

势力压缩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③ 之后,公元前455年,雅典对伯罗奔尼撒

半岛进行打击:第一,迫使斯巴达的同盟厄基那(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

北部)投降。第二,利用海军的优势,“在托尔马阿斯的儿子托尔密德指挥

下,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摧毁斯巴达人的船坞(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南部的拉哥尼亚湾的基赛阿姆)”。④ 从进攻方位来看,雅典从北部、东北部

和南部三个方面对斯巴达及其盟友展开了进攻,并都取得了胜利。从局势

上看,雅典具有明显优势。

但是此时的雅典已经没有能力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在对斯巴

达同盟用兵的同时,雅典在埃及的远征已经走向末路。公元前462年埃及在

伊纳罗斯领导下爆发反对波斯的起义,应伊纳罗斯的援助请求,雅典开始远

征埃及削弱波斯的行动(公元前460年)。在前期,雅典的进攻十分顺利,“他

们控制了尼罗河和孟斐斯城的2/3,于是他们企图攻下其余的1/3”⑤。波斯

①

②

③

④

⑤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3页。
同上,第85页。
冯金朋:《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年,第43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5页。
同上,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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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尝试与斯巴达结盟,让斯巴达进攻阿提卡,实行“围魏救赵”的计划,但

是并没有成功。① 随后,波斯国王派遣麦加培扎斯率领大军收复埃及。结果

在公元前454年,陆地上雅典受到来自波斯帝国军队的攻击;海上受到腓尼

基舰队的攻击,损失惨重。“大部分的船舰都丧失了,只有少数逃跑了。”②雅

典大败而回,根据学者统计,从公元前460到公元前454年,六年间雅典在埃

及的损失不次于之后公元前413年的西西里远征。③

这也是为什么公元前455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所向披靡的雅典,却突然

在公元前454年停止的重要原因。为了维持生存,也是在这一年,雅典将提

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了雅典卫城———这也标志着雅典帝国的形

成。哈罗德认为,如果不进行两面作战,雅典完全可以在这一时期拿下伯罗

奔尼撒人,“回顾一下雅典在公元前461—公元前454年的政策,它是根据拥

有比任何希腊城邦都更为巨大的资源而决定的。……雅典是在以下情况下

同时开展两线作战的:当时它已和三大军事强国亚哥斯、帖撒利和麦加拉结

盟,而斯巴达已因地震及其后的骚乱而一蹶不振。假若它和波斯和平相处,

它有可能分裂斯巴达联盟而迫使伯罗奔尼撒人俯首听命。但它选择了另一

条路,即同时向波斯发动一场强大的攻势。”④

在埃及惨败之后,两线作战难以持续,雅典不得不在公元前451年召回

被放逐的西蒙,并与斯巴达签订五年休战和约。之后,雅典同盟暴动,为了

防止波斯的入侵,雅典与波斯在公元前449年签订《卡利阿斯和约》。但斯巴

达已经逐渐从之前的虚弱中恢复并攻入阿提卡,伯里克利不得不通过贿赂

的方式与斯巴达达成三十年和约(公元前445年),放弃了所有之前获得的伯

罗奔尼撒半岛的领土。此时雅典的崛起进程虽然并未终结,但已受到打击,

陷入停滞。

①

②

③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6—

87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6—

87页;N
 

G
 

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459—463页。

冯金朋:《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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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464—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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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远征西西里:
 

崛起边界设定的不科学

在镇压同盟内暴动之后,由于与斯巴达和波斯都签订了协议,雅典的生

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得以休养生息,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实力。这一状态一

直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大战期间双方相互攻伐,势均力

敌,双方互有胜负。公元前424年《埃披吕库条约》①和公元前421年《尼西

阿斯和约》②相继签订之后,“雅典人按耐不住扩张的悸动,向海外开拓,向西

侵入西西里”③。

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的厄基斯泰向雅典人求助———厄基斯泰人与西

西里岛上叙拉古的同盟栖来那斯人因为领土纠纷而爆发战争,请求雅典人

派一支舰队支援他们。此时的雅典已经和波斯以及斯巴达都签订了协议,

渴望征服这样一个岛屿。然而,雅典人对这一岛屿知之甚少,故而派出一个

使团到厄基斯泰人那里去看看是否有足够的金银支持战争。公元前415年,

使团从西西里岛回到雅典,称“有大量金钱贮藏在金库和神庙中可以使

用”④。在是否对西西里远征的公民大会的讨论中,尼西阿斯已经指出雅典

所处的险境:虽然与敌人签订了和约,但是还没有达到绝对安全的境界,“在

我们现有的帝国获得安全之前,现在不是我们去冒险或者去抓住一个新帝

国的时候”⑤。但是亚西比得的言论占据了上风,公民表决之后,决定出兵西

西里,攻占这一岛屿。然而,正如哈罗德所言:“人民大会对西西里的面积和

军事实力都知之甚少。……当人民大会在斯巴达还未打败之前就决定进攻

①

②

③

④

⑤

公元前424年,由于希腊的色雷斯地区受到马其顿的威胁,并且马其顿甚至有向

东挺近海勒斯滂的意图,因此雅典人决定马上与波斯人订立停战协定。而波斯方面大流士

刚刚在内斗中即位,需要处理更多的问题,因此签订了《埃披吕库条约》。参见:唐纳德·卡

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24页。
公元前422年安菲玻里之战爆发。在这一场战役中双方的主将战死,而两国的战

争也进入了第10个年头,由于各自的忧虑,双方在公元前421年订立了《尼西阿斯和约》。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12页。

刘洪采:《希腊波斯关系研究:公元前478—386年》,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

2004年,第69页。
事实上是错误的报告,雅典人受到了欺骗。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

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83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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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拉古,它显然是在不清醒的狂热冲动下做出这一决定的。”①

亚西比得、尼西阿斯率领远征军到达西西里之后发现,厄基斯泰人所说

的“大量的金钱”是骗人的。② 如果雅典此时听从尼西阿斯的建议返航,就不

会有悲剧的结局。然而亚西比得认为军队已经出发,如果无功而返,将被人

耻笑,力主继续战争。雅典最终走向战争的泥潭。在最开始的攻击中,叙拉

古对是否有雅典援军表示怀疑,准备得并不是很充分,所以雅典的进攻较为

顺利,并在公元前414年围困了叙拉古。但之后,亚西比得叛逃斯巴达之后,

在他的建议下,斯巴达派出一名领兵的将军吉利普斯援助叙拉古。③ 在公元

前414年之后的战争中,雅典领兵大将拉马卡斯阵亡,在西西里的雅典人面

临困境。

指挥部队的尼西阿斯向雅典求救。雅典在公元前414年12月派出由德

谟斯提尼率领的第二次远征军。在第二次远征军到来之前,雅典在西西里

的处境十分艰难。公元前413年,雅典海军不但在陆地上失去了普利姆密里

昂,同时被叙拉古的海军在大港打得大败。德谟斯提尼率兵赶到叙拉古之

后,面对的是刚刚战败的远征军。德谟斯提尼提议立即进攻厄庇波利,但仍

然遭到了失败。雅典远征军面临是继续进行战争还是返回雅典的抉择。此

时,“士兵不愿意再停留下去了,许多士兵病了,……整个前途似乎是没有希

望了”④。德谟斯提尼提出趁着雅典远征军目前尚有实力,应该立即返回雅

典,避免之后想要返回雅典而无路可逃的窘境。但尼西阿斯通过小道消息

认为叙拉古内部已经发生了分裂,同时指出:“事实上在西西里的士兵中,现

①

②

③

④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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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第617页。

厄基斯泰人将全城的金银器皿搜集起来,又从邻邦借了一些。雅典使者到哪一

个人家中,就将这些器皿送到那个东道主家里,雅典人对大量的金银器皿很吃惊,因此带

回了错误的报告。但是更重要的是,此时的雅典渴求通过战争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无视

本土的安全压力。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年,第513页。
国内民众怀疑亚西比得与远征西西里前在雅典出现的渎神事件有关,因此将他

召回,在召回的途中,亚西比得逃往斯巴达。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

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24—550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

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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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正在叫嚣,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是一旦他们回到了雅典的

时候,有许多人就会完全改变他们的口气,说是将军们受了贿赂,把他们出

卖了而回来的。”①因此,尼西阿斯不同意撤退,他的建议是继续围攻、保持现

状。这一拖延最后葬送了远征军的未来。

当公元前413年吉利普斯回到叙拉古,并带来了在西西里招募的又一支

大军和伯罗奔尼撒的步兵的时候,雅典远征军想要撤退为时已晚。看到叙

拉古新的大军的到来,而自己方面的情况更加恶化,尼西阿斯也表示可以撤

退。正当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月食,占卜之后,雅典军认为应

该27天之后再移动,就此错过了最佳撤退的时机。② 在随后的大港海战中,

叙拉古人改装了舰船,雅典远征军大败,开始退却。雅典远征军的退却是其

灾难的开始,到了退却的第八天,在后有追兵、前有伏兵的情况下,尼西阿斯

率领的远征军精疲力竭,又想喝水。修昔底德描写了远征军被屠杀的场景:

“他们一到河边,即冲入河中,现在一切纪律都没了,……人压在人身上,相互

踩踏,有些被他们自己的刀矛刺死,……有些被水流卷走了。……伯罗奔尼撒

人跑下来屠杀他们……河水虽然浑浊,又有血水沾污,但是他们还是继续;

他们大部分人甚至于相互争斗着抢水喝。最后,死者的尸体堆积在河

床中。”③

“雅典对西西里的袭击,开始于巨大的胜望,结束于彻底的失败。”④根据

学者们的研究推算,“它损失了约200艘以上的船舰(绝大部分是雅典城邦

的),以及舰上全部满员的水兵,总数约40000人,大多数是从各个从属邦征

集的,还有40000名雅典骑兵、重装步兵和轻装部队”⑤。而雅典国内可利用

的战斗资源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雅典重装步兵阶级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

数量已经减至不超过9000,日佣级公民士兵不超过11000,外邦居留民士兵

①

②

③

④

⑤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98页。
同上,第600—601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

630页。
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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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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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3000———能够打仗的男性士兵人数减少到这样的地步,是令人震惊

的”①。因此,远征军惨败的消息传到雅典城时,雅典一度陷入了恐慌。如哈

罗德所言:“雅典没能利用《尼西阿斯和约》的机会取得利益,……但是却放

弃了伯里克利的战略,向其他地方扩张。这一时期,斯巴达同盟仍然完整,

西边有西西里的支持,北边有马其顿和卡尔西狄斯支持。而雅典的资源已

经减少,军队的威望已经下降。但他们放弃了伯里克利的名言。伯里克利

的劝告———只要斯巴达同盟仍未被打败,切莫把国家资源消耗于海外远

征———仍然是金玉良言。”②

在核心竞争区域存在竞争者的情况下,雅典将大量的资源投放在次要

区域是巨大的战略失误。西西里对于雅典的崛起而言并不扮演决定性的角

色,“纵观整个希腊史,西西里一般不参与希腊本土事务,对希腊大陆的影响

很小”③。雅典的这种超越竞争区域的扩张性远征一方面给雅典本土安全带

来风险,使其难以有效抵抗斯巴达、波斯在核心区域的攻击;另一方面这种

扩张性侵略也使斯巴达、波斯意识到雅典的扩张野心,雅典任何的战略保证

都受到怀疑。将雅典彻底打垮成为斯巴达和波斯的共同目标,而西西里远

征的失败似乎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3.
 

难以拆散的对抗进攻同盟:
 

斯巴达—波斯同盟与雅典崛起进程的终结

关于波斯再一次介入希腊世界,蒋保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解释,其中最重

要的一点是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的战败。④ 换言之,由于实力大损,此时

雅典的威慑已经难以发挥作用。波斯与斯巴达的结盟则是长期试探的基础

上在这一契机下的产物。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在是否进行战争的讨论

中,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在发言中虽然不赞成开战,但提出应该做好战争

①

②

③

④

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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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第563页。
刘洪采:《希腊波斯关系研究:公元前478—386年》,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

2004年,第56页。
蒋保:《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第

102—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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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我们应当自己准备,从希腊人中间和外国人中间———从任何我们

事实上能够增加我们的海军和财政资源的地方,争取新的同盟者”①。很

明显他所指的“外国人”就是波斯,而且在大战爆发后的公元前430年,斯巴

达就向波斯派出信使,“他们的目的是说服波斯国王供给金钱,参加战争,以

帮助斯巴达人”,但是使节在色雷斯被捕送往雅典,未经审判而被处决。② 失

败之后,斯巴达人似乎并没有放弃,“斯巴达人继续努力,但是阿尔塔薛西斯

更喜欢看到希腊人相互毁灭”。③ 但是到了公元前413年,“我们有理由认

为,波斯人也许会愿意加入对雅典的战争。雅典帝国的壮大是以波斯为代

价的”④。

为了共同的目的,公元前412—公元前411年,波斯帝国与斯巴达前后订

立了三个同盟条约⑤,公元前407年小居鲁士任小亚细亚总督之后,决定全力

支持斯巴达,对抗雅典⑥。小居鲁士告诉当时斯巴达的统帅吕山德:“他随身

带来了500塔连特,如果这些钱还不够用的话,他愿意拿出他私人的金钱,那

是他父王以前给他的;如果这些钱加在一起依然不够,那他愿意去筹款,直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30页。
同上,第171—172页。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7年,第421页。
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18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48,

661—662,678页。第三个条约的开头是:大流士在位第13年。拉克代蒙监察官处于第

二位。奥姆斯特德认为,纪年方式的改变本身表明,斯巴达承认她的地位次于波斯帝国。
参见: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7年,第435—

438页。
波斯帝国当时在小亚细亚地区有两个总督,即萨摩斯总督替萨斐尼和赫勒斯滂

沿岸地区总督法那陪萨斯,两人相互掣肘。替萨斐尼试图继续亚西比得的建议而不积极

支持斯巴达,他听从亚西比得的建议,并不希望战争的结束,而是保持一定的均衡。替萨

斐尼不希望陆上的和海上的势力归到一个强国手中,而是希望希腊在战中消耗殆尽,波
斯坐收渔利。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669页。徐松岩认为这恰恰是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4世纪初波斯对希腊城邦所

采取的基本外交政策。参见: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年,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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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碎他那金银铸成的宝座。”①在之后小居鲁士因为其父亲大流士病危,希望见

他一面,不止如此,“他把属于他个人的各个城市的所有贡金都转交给吕山德,

把手头现有的余钱也都交给了他”②。斯巴达获得了波斯财政的大力支持。

波斯的支持对于斯巴达赢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公元前410年,也就

是波斯与斯巴达刚刚结盟不久,雅典和斯巴达爆发库济科斯战役,此战“斯

巴达人就失去了大约135艘到155艘舰船,数目骇人”③。但是库济科斯战

役之后,“法那巴佐斯(法那陪萨斯)力劝伯罗奔尼撒全军以及他们的同盟

者,不要因为海战的失利就灰心丧气。他说,只要我们的将士平安健全,我

们何必因为损失那几条木船而耿耿于怀呢? 在国王的领土上,到处都能找

到可取的木材的地方”④! 斯巴达的舰队得以重建。在公元前406年在阿吉

努塞战役中又一次全军覆没。“这次海战,雅典方面损失25艘战舰,船员当

中只有极少数上岸得救;而在伯罗奔尼撒方面,拉哥尼亚的10艘战舰当中,

损失了9艘;而同盟者的战舰,损失超过60艘。”⑤不久,斯巴达利用波斯人

提供的资金,再一次地建造了庞大的军舰,比雅典的数量还要多。

雅典并非没有意识到波斯与斯巴达结盟的威胁,为了拆散同盟,雅典至

少进行了两次外交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是在库济科斯战

役之后,斯巴达违背与波斯联盟的协议,私自与雅典议和,被雅典拒绝。⑥ 公

元前408年,为解迦克墩之围攻,法那巴佐斯(法那陪萨斯)与雅典人订立和

约,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要保障他们前往国王那里的使者的安全。⑦ 雅典与

国王的谈判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显示斯巴达的无能,即使有波斯的支持同

样不能有任何起色,波斯只是浪费钱财;另一方面也利用斯巴达违反与波斯

的和约与雅典议和这一事件向波斯君主显示斯巴达是一个并不可靠且能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同上,第53页。
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275—276页。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年,第8页。
同上,第37页。
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275—276页。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年,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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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佳的盟友。① 但是,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拉栖代梦人已经从国王那里得到

了他们想要的一切”②。从雅典出使波斯的使团出发之后的行为来看,即使

到达波斯,雅典也不可能与波斯达成协议。在法那巴佐斯(法那陪萨斯)走

后,雅典就开始围攻拜占庭,并通过内应的方式取得成功,攻占了拜占庭。

这从侧面反映出,雅典不可能放弃对爱奥尼亚地区的控制,这与波斯的政策

存在明显冲突。

第二次是在小居鲁士上任并对斯巴达作出保证之后。当时已经返回雅

典的亚西比德试图通过提萨佛涅斯与小居鲁士进行谈判。“雅典人听到这

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沮丧。他们通过提萨佛涅斯(替萨斐尼)派遣使者们

到居鲁士那里。然而,居鲁士不肯接见他们。”③此时替萨斐尼与小居鲁士的

关系并不融洽,但替萨斐尼希望小居鲁士继续采取自己的既有政策,“不让

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取得胜利,从而使希腊世界内耗而殆尽。”但是小居鲁士

予以拒绝。④ “雅典人企图通过外交斡旋终结战争的希望在大流士和小居鲁

士那里都落了空。”⑤自此之后,雅典便放弃了拆分波斯—斯巴达同盟的外交

尝试,试图通过武力实现和平。

有了波斯的财政资助,即使雅典海军多次重创斯巴达舰队,并两次迫使

斯巴达求和⑥,胜利的天平最终还是向波斯—斯巴达联盟倾斜。公元前40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312页。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同上,第28页。
事实上之后的历史证明了替萨斐尼的策略是正确的。斯巴达打败雅典之后成

为希腊世界的霸主,不久就展开对波斯的霸权战争。
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342页。
第二次是在阿吉努赛战役之后。在406年的阿吉努赛战役中,斯巴达舰队被摧

毁,主将卡利科拉提达战死,雅典人重新掌握了制海权,斯巴达人再次提出了议和。但是

雅典再一次拒绝了和约。卡根认为,“雅典人完全有理由担心,虽然斯巴达人战败颓倦,
但是斯巴达会利用停火的机会来重建与波斯的关系,建立一支崭新的舰队,然后在雅典

人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攻打他们。雅典人可以选择的替代战略是利用时机,搜剿斯巴达

的幸存舰队,并寄希望于小居鲁士不会干涉,一如提萨菲尼斯和法那巴佐斯之前也没有

干涉”。参见: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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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羊河口战役,雅典海军大败。当被告知惨败的消息后,“雅典人的哀嚎之声

通过长城,从比雷埃夫斯传到雅典城里去;这天夜里谁也未能入眠,……”①

公元前404年,雅典被围,城内饿殍遍野。斯巴达人的议和条件是:“雅典人

必须拆毁长城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墙,交出除12艘舰船以外的其他所有舰船,

允许他们的放逐者回国,与拉栖代梦人有共同之友,共同之敌,无论在陆上,

还是在海上,都要服从拉栖代梦人的领导。”②雅典无奈,最终接受了这一条

款,崛起进程至此终结。

(三)
 

小结

雅典的崛起一方面要面临北部霸权国家波斯的压力,同时也受到区域

内斯巴达的进攻。在崛起进程中,雅典原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有

绝对的实力和能力瓦解伯罗奔尼撒同盟、获得希腊地区的主导权,但当时的

雅典选择了两线作战的战略,这一战略激发了来自波斯和斯巴达两个不同

方面的战略压力。尽管最后雅典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保住了国家崛起的基

础,但也使得这一阶段雅典的崛起进程几乎陷入停滞。而后,由于崛起边界

设定的不科学,雅典贸然进行西西里远征,在非主要战略竞争区域投入了大

量的资源,最后导致崛起核心区域的竞争力和威慑力下降。尽管西西里远

征失败之后,雅典仍旧保有对斯巴达的压倒性的海军实力,但接受波斯援助

的斯巴达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最终在羊河口之战中雅典海军大败,国家防

卫被拆、外交受到斯巴达控制,自身的崛起进程终结。而对于希腊世界而

言,“波斯统治者依靠榨取被统治民族黄金支持的娴熟外交政策,使波斯成

为了对希腊发号施令的专横角色”③。

五、
  

结论及对中国崛起现实战略选择的探讨

关于大国崛起的历史叙事中并不仅仅只有崛起国与霸权国两个主角。

同样,在分析的过程中,过度抽象化的结构分析模式也并不是崛起大国面临

①

②

③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同上,第62页。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7年,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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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环境的全部。在原有的霸权国与崛起国二元框架基础上,将地理要

素和区域内其他竞争性行为体重新纳入其中,崛起国的崛起模式将更加具

体且具有现实意义。在域外霸权国干预、域内其他竞争者竞争模式下,大国

的崛起面临来自区域体系内其他大国的竞争,同时也受到域外霸权国的干

预。并且,由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不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内,两者往往具有不同

的文化、政治体制,彼此之间的认同难度较大。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就是在

这一模式下,崛起国如何实现崛起。换言之,崛起国如何突破霸权国和区域

内其他竞争者的单独制衡或联合制衡实现崛起。

本文通过对古代东亚地区和古希腊地区两个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分析,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通过被当代国际关研究中相对忽视的古代

突厥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案例,本文分析了“郑、夏、梁—唐—突厥”和“斯巴

达—雅典—波斯”这两组中外历史上的崛起模式。本文认为在这一模式下

崛起国的核心路径是:崛起国应该设定科学、合理的崛起边界,在尚未取得

区域内主导地位之前,应该将主要的战略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区域以更好

的经营周边区域,同时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域外霸权国和区域内竞争者联合

或单独的战略制衡行为。

这两个历史比较案例对于当下中国的崛起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尽

管在国家行为体性质和所处国际规范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当下中国的崛起

环境与本文研究的崛起模式有一定契合度: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与崛起

中的中国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美国有干预东亚地区的意愿和能力;同时,

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东亚地区并未获得主导地位,特别

是在区域合作方面,仍然面对来自日本的竞争。因此,本文的研究和结论对

于当下中国的崛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目前美国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

称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已经从经贸层面试图打压中国的经济

增长,进而阻断中国的崛起进程。日本则对中国在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保持警惕,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两国的竞争表现在区域合作机制和议程设

定等诸多方面。

第一,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现阶段的对外战略应尽力消解域外霸权国家

和区域内国家误判而产生的共同敌意。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结构”本身会引

发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是战争,但具体到过程,一国的对外政策往往能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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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加速或延迟这一进程的作用。中国与域外霸权国美国和域内竞争者日本

存在结构性矛盾,但与其他绝大部分周边国家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避免这

些国家的对华敌意应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

第二,面对美国单独的进攻,或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制衡,中国应以利益

诱导和战略反制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突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中

国的战略进攻态势明显,日本随后在5G等方面也跟进美国,对中国崛起造

成一定的压力。中国目前的综合实力仍然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采取全面

对抗并不是当下中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当然,一味的妥协退让更不可取。

中国在保持战略反制的同时,应提供必要的利益诱导以更好应对崛起困境。

第三,中国应设定合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战略资源放在区域内,高质

量地经营周边地区。经营好周边地区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保证。一个对华友

好的周边地区不但能够为中国国内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更能够使中

国积累实力以应对来自域内和域外大国的竞争和压力。唐朝设定了较为合

理的崛起边界,将主要资源集中在核心战略竞争区,能够聚集足够的资源实

现战略威慑;相反雅典则将大量的资源投放在非核心战略竞争区,最终导致

在核心竞争区的竞争力和威慑力下降。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经营好周边

地区,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对华友善的周边环境将更能够助力崛起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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